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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 

来新夏 

      【内容提要】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与英、美、日列强有所勾结，其中与日本的关

系尤为密切。在上世纪末，中国学者曾就日本对华政策、各派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军阀混战和军阀首脑人物与

日本等问题，有所研究和论述。本文综述各种论述，以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关 键 词】北洋军阀/日本 

        北洋军阀是跨越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它不仅以军事割据与统治对当时中国社会产

生重要影响，而且由于它有16年时间掌握着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而成为国家命运的主

宰者。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因此，它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

靠，即它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直、皖、奉三个主

要派系都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也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

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

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档，致使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

各方面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也极为明显。 

        

        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北洋军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其中“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关

系”的研究，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以20世纪最后5年的粗略统计，这一专题研究的重要论文已有20余

篇。当时，我正在完成《北洋军阀史》一书的撰写工作，随手积累了这方面的许多资料。 

       

         一、日本对华政策与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建基于1895年的小站练兵，即正当列强角逐中国激烈之际，“日本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

1904年的日俄战争，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确保其既得的侵略利益和伺

机向中国内地伸展侵略势力作为基本国策”。1908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文件》中有关《对清国

政策》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日本内阁所作出的关于对清政策的决议等档案资料，以及其后通过北



洋军阀集团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事实都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作了论证（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

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当时，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尚难与英美侵略势力相抗衡，因此采取了在华物色代理人的政策，

袁世凯首当其选，被认为是最佳对象。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的创始人和首脑，在辛亥革命前夜已深得清廷倚

重，在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日本军方乃以“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为“对华政策的百年大

计”，并上门游说，敦促袁世凯招聘日本顾问及派遣留学生，专门成立中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同时还向袁世凯提供新式装备武器以供练兵之需（注：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师范学院学

报》1985年第4期。）。日本之所以如此尽力地予以支持，目的是期望他为日本所用。 

    

        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正值日本大隈内阁执政。大隈对中国主要采取了“以军事恫吓、外交

讹诈为主的策略”（注：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而

袁世凯却能逆来顺受，并以向日贷款作为表态。他为了实现“洪宪帝制”，更不惜出卖领土主权，接受日本提

出的二十一条。可是，日本虽然从袁世凯手中攫取到种种权益，却以袁世凯依靠英美胜于日本，而不予充分信

任。所以，当“洪宪帝制”难以实现时，日本内阁遂于1916年3月7日秘密决定：“去掉袁世凯，而重选更有

利于日本帝国的人选”。而且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直接策划下，他们以巨额金

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企图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扶植一个

更便于操纵的政权”。由此可见，日本与北洋军阀集团关系的基点，是以能否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益效劳来衡量

的（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继任。寺内内阁鉴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和中

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乃修正其对华政策，采取较为隐蔽的侵略手段，即以经济渗透为先导，逐步

地把中国控制在日本手中。寺内内阁的智囊人物藏相胜田主计所著《菊分根》中所提出：“欲谋求我国（日

本）经济独立之基础，当求助地大物博之中国”的说法，便是寺内内阁侵华政策的主导思想。寺内内阁以“尊

重并拥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对中国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标榜所谓的“不干涉

主义”，以示与大隈内阁的不同（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

1982年第6期。）。实际上寺内内阁利用亲日的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已实现了掠夺中国权益的计划。

就在这一时期，高达1.4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

协定》的签订都是明证，而皖系军阀势力则因此骤然膨胀，导致了直皖战争的爆发，在中国的京畿地区燃起了

荼毒生灵的战火。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西方列强无力东顾，而当政的皖系军阀正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与日本关系

最亲密的派系，因此使日本能乘隙取得最大限度的权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已居于独霸中

国的优越地位。它表现在不仅“东京对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经济方面，

“在战时垄断对华借款权的基础上，1919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加了两倍。

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较战前增长2.6倍”（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

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寺内内阁所制定的经济侵华政策，

虽然在中国人民反对下未能得到完全实现，但皖系军阀亦步亦趋、唯命是听地屈从于寺内内阁，“从而造成了

北洋时期空前倒向日本的局面”（注：娄向哲：《日本寺内内阁与段祺瑞》，《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

则是事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及其后的高桥是清内阁先后上台，当时国际背景已发

生变化，日本面临着英、美在华势力的再起，“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勃兴等新形势。因

此，它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把全面侵华转为重点加强对“满蒙”的扩张。1920年7月，直皖战争

爆发，日本政府在战前虽然给予了皖系一定的支持，甚至在这年的2月，还向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900

万日元借款，以应皖系备战之需。但当直皖战争中皖系败绩明显时，它却重施当年弃袁故伎，拒绝给段祺瑞以



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反而采取默许关东军支持奉军入关的策略，以致皖系军阀遭到一蹶不振的惨败。日本

所以突然采取“弃皖支奉”的政策，其原因一是日本国内发生了战后最为严重的政治恐慌，已经自顾不暇；二

是鉴于“五四运动”的狂飙倏起，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日本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是臭名昭著的

段棋瑞已经失去其维护日本在华权益的利用价值，日本必须选择新的侵华代理人；四是久踞东北且对中央有觊

觎野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方兴未艾，正是可备选用作扩张“满蒙”的最佳工具（注：沈予：《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927年4月，日本军阀巨头田中义一组阁，他“代表最反动的军事集团和新兴财阀的利益”（注：参见任

松：《张作霖与日本满蒙铁路交涉问题考略》，《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6月间，田中内阁在东

京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制定的“满蒙积极政策”，即其基本国策。其出发点是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置

于日本武力防护”之下。这一政策是企图利用奉系军阀达到分割中国领土的欲望，是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延续

与发展。但是东北地区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巢穴与发祥地，何容他人染指！因此日本的“满蒙积极政策”必然

与奉系的根本利益发生直接矛盾，所以，日奉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既勾结又矛盾的复杂状态中。第二次直奉战争

后，奉系由于战胜而志得意满，日本又急于实现“满蒙积极政策”，双方矛盾日趋激化。1927年，北伐进

军，节节胜利，奉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岌岌可危，日本认为有机可乘，便向张作霖索取“满蒙”权益，除迫使

张作霖在出卖铁路主权的密约——满蒙新五路条约上签字外，还进而提出“解决满蒙诸悬案”问题，都遭到张

作霖的断然拒绝。故张作霖已显然成为日本少壮军人所认为的“日本在满洲成立新国家的障碍”（注：陈崇

桥、胡玉海：《张作霖与日本》，《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遂采取极为卑鄙的手段，当张作霖退归东

北时，在皇姑屯将其炸死。但张作霖之死，并没有使日本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促使其子张学良的“易帜”。

北伐胜利，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告终，中国出现了日本未曾料到的“统一”局面。 

       

         二、直、皖、奉三派军阀与日本 

    

       北洋军阀集团至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政权而达到顶峰。1916年袁世凯以“洪宪帝制”失败而自毙。北洋

军阀集团骤然失去了凝聚中心，集团内部分裂成以冯国璋（后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以段棋瑞为首的

皖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三个主要派系。随着三派实力的消长，它们曾先后掌握和控制过中央政权。它们

既依恃外国势力的奥援，又甘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利用。因此，可以说直、皖、奉三派军阀无一例外地都与日本

有过联系。 

    

        直系军阀无论在冯国璋时期，还是后来以曹、吴为首的时期，主要是与英、美帝国主义关系比较密切，

因为直系所占据的长江流域一带是英、美在华的势力范围，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当日本势力向中国腹地

伸张时，曾遭到以英、美为后盾的直系军阀的抵制。这就形成一种相因已久的看法，即认为“在中国务派军阀

的斗争中，英、美帝国主义是直系的支持者，日本帝国主义则是皖系的支持者”（注：李军：《第二次直奉战

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

治》一书中已持此说。其后，以此说为据的著述和论文，为数不少。）。实际上，并不尽然。日本对直系军阀

之所以采取审慎态度，主要是顾及到与英、美的关系，也不愿把直系军阀完全推向自己的对立面。直至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日本方面尚认为：吴佩孚虽然和英、美方面有联系，但还应力争曹、吴，甚至应“尽

量避免因援张而可能明显地挑起他反感的行动”（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

报》1982年第4期。）。直系军阀也不时在谋求日本的支持，如第二次直奉战争伊始，直系即聘请日本顾问。

但从总的方面看，直系与英、美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而对日本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皖系与日本的关系至为密切，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皖系军阀是日本一手扶植

的亲日势力，在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1916年6月—1920年7月），其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

义的需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各种形式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使日本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政治上、经济上

的侵略特权，故而支持皖系，也一直是日本从寺内内阁直至原敬内阁一贯的对华方针。”（注：章伯锋：《直

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实际权力期间，皖日之间在政



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多次大宗交易。据日方已公布的材料，寺内时期已成立的全部对华借款总额为

3.8645亿日元（注：参见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仅

轰动一时的“西原借款”即先后达1.45亿日元之多，这些巨额借款成为段祺瑞实现其“武力统一”迷梦的强有

力的经济后盾，也从而确立了皖系军阀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段棋瑞从日本手中得到的实际

“援助”，使他充当北洋军阀总首脑的欲望更加强烈。他不惜对西南地区的异己势力穷兵黩武，在1917的半

年中便发动了三次战争；他对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也以兵戎相见。因此把中国社会推向空前的动荡局面，日本

方面则乘机达到其政治、经济上的目的，如促使段祺瑞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德宣战，以便攫取德国在华权益。

段祺瑞为了加强皖系独断专行的统治局面，还肆无忌惮地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军事主权的军事协定，允许日本

在华驻军，并享有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对包括日本在内

的列强采取了妥协政策，遭到中国人民激烈反对而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至此，皖系军阀已经声名狼藉，

为人唾骂。以吴佩孚为实际首脑的直系军阀遂乘时而起，利用民气，把矛头直指皖系军阀，终至爆发了直皖战

争，开北洋军阀内部混战之端。日本见皖系军阀败势已成，将无使用价值，遂不再给以任何实际“援助”，致

使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奉系在北洋军阀集团中，是后起别出的一个主要派系，它与日本的关系是历史与地理条件所造成。直皖

战争后，奉系军阀已在东北蓄积了相当的实力。从日本方面看，原敬内阁于1921年5月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即

认定“满蒙”与日本“领土（指被日本侵占的朝鲜）”接壤，对日本国防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而且日本一旦从西伯利亚撤兵，无论在经营满蒙或者统治朝鲜以及防卫日苏边境，都需要借助张作霖。

奉系军阀在日本既定方针支持下，在物质上，无论是借款，还是供应武器，都得到了实惠；在军事上，又乘直

皖战争之隙，在日本的默契下，将势力伸人关内。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后，又利用日本的“援助”

整军备战，再次酝酿与直系军阀进行新的较量。奉系军阀终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击败直系，实现了掌握北京

政府的欲望。直至1925年奉系内部发生分裂，日本又以武装干涉手段，帮助张作霖扑灭郭松龄的“倒戈”。

这是日奉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日本势力自山东退出后，即着力于加强对整个东北地区的“经营”，

其主要手段是大力攫取路权，企图利用修筑“满蒙新五路”（洮南—齐齐哈尔、开原—朝阳、通辽—开鲁、长

春—扶余、吉林—会宁），把势力扩展到北满。这是1924年1月清浦葵五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的重要

内容（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

1988年第1期。）。1925年9月，南满铁路公司又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满蒙铁路网”计划。此计划如得到

实现，则奉系军阀的巢穴便将全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张作霖深知日奉双方利害冲突的严重性，但为

了在军阀纷争中取胜，他一方面以出卖主权作为交易的筹码，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又在某

些方面对日本的贪欲进行了抵制。1928年4月，北伐顺利进军，矛头直指奉系军阀，北京政府已面临覆灭的命

运，当张作霖拟退居东北自守之际，日方提出种种乘人之危的要求，甚至田中首相还妄想利用张作霖在东北地

区实现南北分治，从而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注：陈崇桥、胡玉海：《张作霖与日本》，《日本研究》

1990年1月。）。这些无理要求都未能获得满足，奉日矛盾极为尖锐。 日本为了搬掉张作霖这个障碍，制造

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奉日关系至此告终。 

       

        三、军阀混战与日本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其原因主要有两：一是军阀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控制权，翻

云覆雨，时或兵戎相见；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华权益，插手干涉，扩大事态，唯恐中国不乱。在北洋

军阀集团统治中华民国的十六年中，几乎连年征战，兵燹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有三次，即直皖战争和两

次直奉战争。日本作为与英、美列强在华角逐的一股重要力量，对这三次战争都进行了直接参与和干涉，而且

日本帝国主义的倾向性往往对每次战争的结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直皖战争 

    

        皖系军阀以大举外债、签订密约等卖国行径，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取经济与军事“援助”，而扩展了派系



实力，并在袁世凯死后的一段时间内称霸于北京中央政权。尤其在段棋瑞以“参战”为借口组成“参战军”

（欧战后改为边防军）后，自认为具备了“武力统一”的条件。“参战军”共有三个师，是日本财阀三井、大

仓组成的“泰平组合公司”向皖系军阀贷款2242万日元装备起来的，以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作为经费，并

经由坂西八郎少将为首的日本军官训练而成的皖系军队。参战军既是亲日派段祺瑞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支柱，

又是日本保持在中国政治上、军事上发言权的依托实力。段祺瑞则自恃凭借这张王牌，便可以击败与之匹敌的

直系军阀，并制服桀骜不驯的吴佩孚。1920年5—7月，皖直矛盾不断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是日本却

没有积极的反应，甚至当皖系军阀已向日本使馆请求“援助”时，日方也没有明确的表态（注：沈予：《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与日本在华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相反地直系

军阀则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舆论，败坏皖系名声，博取民众对直系的同情，于是许多团体包括西

南各省，也纷纷通电申讨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人物的罪行，支持直系起兵讨段。7月14日，直皖战争爆

发，日本仅以护路为名出动一支部队使京津铁路上的直系军队撤往杨村二里地外之地区。虽然在客观上有为皖

军东路扫除障碍的作用，但不能算作有力的支援，只是应付而已。而当奉军以“军事调停”名义派兵入关，将

使皖军腹背受敌的危急时刻，日本不但没有直接援皖，反而默许关东军支持奉军入关的行动，致使直皖战争仅

仅三日，皖系军阀便一败涂地。直皖战争之所以如此结局，一方面是直系利用了当时民众对皖系军阀统治的强

烈不满和五四运动后全国民众反日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力政治情势；另一方面是皖系军阀在战前意外地失去

了日本的有力“支持”。那么，日本方面为什么又产生这种一改初衷而不尽力支持皖系军阀的变化呢？有人认

为有两点：一是战后英、美的咄咄逼人之势与日本在华展开争夺，迫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得不采取与各国协

同一致的方针。远东的国际形势已不允许日本像欧战期间那样毫无顾忌地左右中国的政局。日本在华活动，处

处受到英、美等国的牵制和干预。二是“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群众斗争，犹如涌动的春潮，一浪高过一浪，席卷全国各地。这也迫使日本不敢公开露骨地支持声名狼

藉的皖系军阀”（注：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也有人认为策动遣

散参战军和在直皖战争中摧垮皖系军阀势力是英、美为压制日本的在华势力而采取的攻势之一。因此，在直皖

战争前后，英、美在舆论上给了直系有力的配合和军事上的支持，所以说“直皖战争的结局，标识着英、美在

同日本的角逐中，又取得一次胜利”（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与日本在华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

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势力在英、美的扶植下有了显著发展。日本则因皖系军

阀的失势而失去了在中央政权的代理人。1922年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使日本在外交上更陷于孤立地位。

于是日本选择了奉系军阀首脑张作霖作为新的代理人，而张作霖也正极谋借助日本的支持向关内扩张，双方一

拍即合。但在1922年4月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却没有对张作霖采取积极援助与公开合作的态度，因

为当时华盛顿会议刚刚结束，日本受到欧美列强和《九国公约》的制约，不能为所欲为地插手中国事务.更主

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看法尚不一致：外务省认为，对张作霖的援助应留有余地，而对直系的吴佩孚

尚抱有幻想；日本军方则主张积极援助张作霖，利用张作霖击败吴佩孚，并付之于实际行动。由于存在着这种

严重分歧，尽管张作霖多次表示亲日的意愿，但日本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并没有公开地直接援张。当时张作

霖曾多次派人向日本政府要求提供武器弹药，如1922年1月曾派于冲汉向日本要求步枪l万支、弹药1000万

粒、炮弹l0万枚、机枪一二百挺、子弹500万粒，并未得允。4月21日，日本外务省还起草了《帝国政府对直

奉战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要求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采取慎重的态度”，以使吴佩孚“谅解我国公

正不倚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日本对华所采取的“双重外交”。这种外交方式，虽然没有积极扶植其物色的新

代理人——奉系军阀，但却避开了英、美的锋芒，以免“满蒙”权益受损失。 

    

        3.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使奉系军阀更大程度地倒向日本。奉张自战败退兵关外，并宣布东北独立与自

治的行动，则与日本重点经营“满蒙”的对华侵略政策，有某些相合之处，因而得到日本的支持。战前日本军



方对张作霖的整军备战，有过暗中的支持；战后为了扶植张作霖东山再起更加紧援助，据《申报》揭露：

1922年10月，日本将存于海参崴的2万支步枪和炮弹、炸弹、飞机等价值100万元的军械卖给张作霖。1923年

2月，又将从意大利购买的13000支步枪、800颗炸弹、12尊大炮转卖给张作霖。同年8月，还协助奉系军阀建

立兵工厂，由日本技术人员设计和提供机器，大仓洋行承包施工。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作

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大佐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向参战的奉军部队分别派遣是永中佐、仪我中佐、滨本

少佐、荒木少尉等军事顾问，又聘请日本空军军官协助奉系的空军。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为了确保奉张的获

胜，曾积极劝说张作霖出资100万元，诱使冯玉祥倒戈。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使吴佩孚腹背受敌，猝

不及防，大败南遁。“冯的倒戈虽然不是日军的直接行动，但日本军部借冯猛击了直军。因此，这事实上是日

军本部的变相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内战的公然干涉”（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

学报》1982年第4期。）。也有人通过对第二次直奉战争背景及经过的考察、分析后认为，第一次直奉战争

后，日本的在华势力已优于英、美。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之所以取胜，主要仰仗日本的支持，这一结果标识

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战胜英、美帝国主义”（注：李军：《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

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四、北洋军阀集团首脑人物与日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集团总头目，有关他与日本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二十一条件”和“洪宪帝制”问题

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件”要求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双

方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涉，但却由于日本方面坚持其侵略要求而不得解决，成为恶化中日关系的一大悬

案。其严重性质在于，“如果说，在这以前日本的大陆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那

么，在这以后，日本所追求的就是建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二十一条

件”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纲领”，虽然5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威胁强迫北京政府，在民四条约及换

文上正式签约画押，但“也是袁世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向日本妥协投降的结果”（注：郎维成：《日本的大

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因为袁世凯当时正由于筹备“洪宪帝制”而

遭到国内舆论强烈反对。再者如实行帝制也需要国际承认。于是“为了换取一姓尊崇，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

民族利益”（注：侯宜杰：《袁世凯》，见《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

页。），以获得日本的支持。另外，日本方面对“洪宪帝制”表现得异常狡狯，始而闪烁其辞地暗示支持，而

当帝制公开活动后，它又转而联合英、法、意、俄等国进行警告，以蒙骗国际舆论并向袁世凯胁取更多的权

益。当袁世凯准备派人赴日，再次出卖主权来换取其支持帝制时，只因消息走漏，引起西方列强的不满而作罢

（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162页。）。可见，袁世凯对日本基

本上是采取卖国态度，是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的。 

    

        袁世凯因帝制失败而死之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他们各有其首脑人物，如

皖系的段祺瑞，直系的冯国璋、吴佩孚和奉系的张作霖等。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都有着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程

度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都由各自所属的派系利害来确定。当然其中也包含某些个人的私欲要求。 

    

        皖系军阀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段祺瑞投靠日

本的后果有三：一是使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日本在华势力剧增；二是段祺瑞得以强化其独裁统治，使中国人

民遭到空前的灾难；三是加剧了日本和英、美之间在华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直皖战争的爆发。段棋瑞步其前辈袁

世凯的后尘，终被日本所遗弃。直到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前，北洋军阀集团的

若干残渣余孽已蠢蠢欲动准备为虎作伥时，段棋瑞更为日方所瞩目，而段祺瑞则毫无所动。1933年，南京国

民政府迎段南下，移居上海，并委任其为国民政府委员。段祺瑞虽未就职，但也没有卖国求荣的意向。1936

年11月，段祺瑞卒于上海。所以说，他“在晚年还是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注：焦静宜：《段祺瑞》，见

《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